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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华夷语系的理论和证据(上)*

何九盈

  提要: 汉语和亲属语言关系的研究,由于一直模仿印欧语系的研究方法,可说已

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本文提出“重建华夷语系”,就是要另辟新的路径,做新的尝试。

“华”、“夷”只是文化的不同,语言的不同,并非种族上的差别。“夷”乃中性词,毫无

贬义。华夷原本是一家,分“家”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大分工的结果。有人进入了农耕社

会,有人还停留在游牧或农牧阶段,于是土地就成了争夺对象,争夺的最高形式是:战

争。战争导致了部落联盟的产生,导致了部落的不断重组,于是有了不同的语族。有的

语言消失了,有的语言扩张了。语言的命运也就是族群的命运。战争造就了“华夷语

系”,造就了四大语族,即羌戎语族、百越语族、苗蛮语族、华夏语族。五帝时代,这一格

局就基本上定下来了。东夷语和北狄语呢? 东夷语在五帝时代前期就已经分化,有的

华夏化,更多的是演变为百越语族。本文以语系为根据,首次区分“内北狄”与“外北

狄”。以华夷语系为母语的属于“内北狄”,以阿尔泰语系为母语的属于“外北狄”。内北

狄在战国时期已全部华夏化,故不能与四大语族并列。

本文用口传历史、亲属语言、考古文化三证合一的方法证明四大语族的亲属关系。

考古文化的辉煌成就改变了我们的语言视野和文化观念,尤其是意义空前重大的红山

文化的发现,对激活古老的口传历史、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保存在古汉语中的原始华夷语留下来的某些化石词,经与亲属语言互相印证,解决

了许多重大的疑不能明的历史信息。破译化石词是史前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

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一次革命,“华夷语系”这个新概念就是革命的产物。

西哲黑格尔有言:“密纳发(Minerva)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是时候了,

该中国史前语言研究起飞了!

  关键词: 华夷语系 四大语族 五帝时代 杂种

壹 总论:何谓华夷语系

“华夷语系”,作为一个独创的学术概念,并不是人为的主观的规定,它是中华语言

* 本文从录入到刊发,得到王宁、黄易青、曹坚三位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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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自然而然形成的。古人当然不可能有“华夷语系”这样的语言

概念,而对华夷诸集团的区分是很清楚的。

《淮南子·齐俗训》说:“三苗髽(zhuā)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jiǎn)发。

其于服一也。”

这是西汉时期认定的中华大地上的四大集团。“三苗”即苗蛮集团,“羌人”即羌戎

集团,“中国”指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越人”即百越集团。

这里没有“东夷”,因为东夷集团在五帝时期已经分化了;也没有“北狄”,北狄语族

在战国时期已消失了(关于北狄语族的消失问题,下文将有详细论述)。

本文所提出的“华夷语系”,包括四大语族,即苗蛮语族、百越语族、羌戎语族、华夏

语族,与《淮南子·齐俗训》的分类是一致的。我要特别强调一点,“三苗”、“羌人”、“中

国”、“越人”之类的名称,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们并不是同一个时代产生的。

在旧石器时代,部落繁多,语言繁多,没有相应的族群,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语族。语

系、语族得以产生的原因很多,而战争是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把他们分成

了不同的集团,又是战争使这些集团不断瓦解,不断重组,不断扩大,最后在新石器时代

中晚期形成了《淮南子·齐俗训》说的四大集团。

四大集团中实力最强大的为黄帝集团。据说“黄帝五十二战”〔1〕。《史记·五帝本

纪》也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在五十多次战争中,其中有三大战役最为重要。第一大战役“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三战,然后得其志”〔2〕,“轩辕战涿鹿,杀两昊(一作“皞”)、蚩尤而为帝”。(《盐铁论·结

和》)“杀两昊”为第二大战役,杀蚩尤为第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奠定了四大语族的基础。

黄帝伐炎帝的结果,炎黄二集团分裂。羌戎族就是以炎帝部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华夏族就是以黄帝部落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黄帝杀二昊的结果,是黄帝集团占领了东夷地区。二昊集团大分化,有的演化为华

夏族,有的向东南逃遁,演化为百越族群。

黄帝杀蚩尤的结果,是蚩尤部落南逃,演变为三苗集团。直到舜禹之时三苗集团仍

很强大。

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始于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各游群组织,在广袤的大地上,

随意东游西荡,向大自然索取生存资料,与草木鸟兽打交道,没有理由也没有条件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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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隋书·炀帝纪下》,大业十年二月隋炀帝《三征高丽诏》,中华书局,1973年。又,《太平御

览》卷79引《帝王世纪》作“凡五十五战而天下大服”。(本文所引《隋书》、《汉书》、《后汉书》、《宋书》均
系中华书局出版,以下出版单位不重复出注。)

《史记·五帝本纪》,第3页,中华书局,1959年。(以下出版单位不重复出注。)



战争。新石器时代不同了,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了,为土地,为水利,为盐业,为劳力,为争

夺统治权,都可以发动战争。

春秋时期,楚国的风胡子将战争的发展依兵器的性质不同而划分为四个阶段。“轩

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

时(指春秋时期),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越绝书·越

绝外传记宝剑》)

“以石为兵”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前期,战争的主体为轩辕、神农、赫胥三大古老集团。

轩辕即后来的黄帝集团,“以玉为兵”的“黄帝”不能理解为轩辕以外的另一个集团,这个

“黄帝”是轩辕集团发展过程中最杰出的一个代表人物,对“玉”的崇拜是这个时代的重

要特色;神农即后来的炎帝;赫胥集团是伏羲的母系氏族,口传历史中称之为“二昊”的

氏族与赫胥氏有血缘关系;禹属于铜石并用的新石器末期与国家组织、世袭制度开始形

成的初期。至于“铁兵”,则已经完全脱离原始社会而是往后数千年间王权战争、民族战

争的常规形式了。前三个阶段都属于新石器时期。

战争与语言的关系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使“语系”、“语族”得以形成,二是改变原

始语言的自在状态用武力划定新的语言地缘界线。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在中华大地上,民族之多、语言数量之多,今人已无从确知,若

说数以万计,肯定不算夸张。而“以石为兵”只列举了轩辕、神农、赫胥这三大集团,是因

为这几个集团在战争中胜出,人多势众,雄踞一方。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已由血缘小范围

扩展到地缘大范围。正是这三大集团奠定了原始华夷语系的根基。到新石器时代晚

期,语言地缘界线大致上已经明确,也就是四大语族已基本形成。冀州(指《禹贡》中所

说的冀州)是华夏语的发祥地,青甘高原是羌戎语的生长地,荆州两湖地区是苗蛮语的

形成地,东部沿海地区是百越语的中心地。但在距今三四千年前后,地缘对三大夷语族

还只有相对的意义,外压和内斗的矛盾促使他们不断迁徙转移。潘光旦在1963年的日

记中就多次谈到百越族的迁移、分布情况。

五月十六日

  摘录《竹书纪年》资料片约20张,于百越从东海岸向南海岸移动一事,自觉有

所发现。〔3〕

五月二十日

  东北有百越之迹,似愈看愈不太隐约,与山东半岛可以比拟,两地海路,自必远

古即已相通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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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潘光旦《中国民族史料汇编·附录》,第48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同上书,第484页。



十二月十九日

  百越族之分布,远古亦曾至东北及朝鲜,有迹象可资推测,山东河济间更不

待论。〔5〕

羌戎族、苗蛮族也无法避免长期迁移的命运,现在西南地区尤其是云贵高原聚集了

众多的少数民族,有的属于土生土长,但多数是由东由西迁移过来的。

以上两点决定了“华夷语系”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所谓“特定的历史”是指它的

形成期相当于历史学上的传说时代,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离开新石器时代,“语

系”、“语族”就失去了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即使有非常精致的语音对比、构拟,也是没有

历史支柱的空中楼阁。完全撇弃口传历史,“语系”、“语族”就只有一堆用于对比的语言

资料,而看不到使用该语言的历史主人。

重建华夷语系的基础工作就是要请出该语系、该语族的历史主人。由历史主人进

而确定语系内部的不同层次。如黄帝、炎帝两大氏族原本为兄弟,故华夏语、羌戎语关

系最为密切,尽管前者属华,后者属夷。苗蛮语族的形成又与前二者不同,属于另一个

层次,它的历史主人由三苗上溯到九黎再上溯到蚩尤再上溯到炎帝神农氏,还要加上

“别三苗于三危”,所以从历史渊源而言,它和羌戎语族的关系更亲于与华夏语族的关

系。百越语族的历史主人原本是与炎黄二族并列、其文化贡献、历史影响又先于炎黄二

族的“二皞”伏羲氏族群。由于黄帝杀二皞,他们成了被征服者,他们的语言在一定程度

上被黄帝族语言渗透,再加上祝融族及夏禹后裔的介入,他们也成了华夷语系的一员。

语系、语族的历史主人,也是左右社会发展的历史主人。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

代,四大语族的主人经历了一个加减乘除的演变过程。他们的族群之内产生了严重的

两极分化,紧跟农业社会步伐前进的变成了“华”,停滞不前或发展极其缓慢的氏族、部

落则成为“夷”。公元前8世纪周太史伯对司徒桓公友说:“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

干也。”姜,炎帝后裔;嬴,少昊后裔;荆芈,祝融后裔;诸姬,黄帝后裔。将这条材料与前

引《淮南子·齐俗训》对比一下,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羌人与姜,都是炎帝之后;越人

与嬴,都是少昊之后;三苗与荆芈、祝融比较特殊,荆芈为祝融之后,而三苗并非祝融之

后,不过,徐旭生说:“(祝融)虽出于另外的集团,但是由于他到苗蛮集团做首领,苗蛮自

然受他的影响,而他及他的后人的风俗习惯大部分也要同化于苗蛮,也是一种不可免的

情形。”〔6〕中国与诸姬不能画等号,因为《淮南子》时代的“中国”,不仅包括了“诸姬”,就

是600年前桓公友说的姜、嬴、荆芈等方国也全是“中国”人了,也就是都属于华夏语了。

这样一对比,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义的事实:华夏语内部的方言(也可以视为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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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潘光旦《中国民族史料汇编·附录》,第486页。
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第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与华夷语系的语族有对应关系。

荆芈语(后来的楚方言)对应苗蛮语族

嬴语(后来的吴越方言)对应百越语族

姜语(后来的秦陇方言)对应羌戎语族

诸姬语(后来的中原雅言)对应华夏语族

二者可以对应的原因就是同一族群有的在华,有的在夷。如在华的羌人操姜语,在夷的

羌人仍保持原有的羌戎语。在发展过程中双方都会朝不同的方向演变,姜语会向华夏

语靠拢,羌戎语也会在迁移中受周围其他族群的影响。

这里要注意一种矛盾现象,即封君的语言与受封领地的语言不一致。如嬴秦的祖

先原本属于东土徐地,而封地却在西土,属于羌戎语族。这些少数统治者受羌戎语的包

围,不能不放弃原来的徐州语言,彻底西化。如战国末期,秦昭王之母宣太后,本楚人,

姓芈氏 〔7〕。西羌的义渠王朝秦与之私通,生二子 〔8〕。私通是不能带翻译的,这说明义

渠王所操的羌语与秦地的姜语虽已很不相同,但互相迁就是可以对话的。

封君的语言与受封领地的语言有矛盾,有融合,也可以证明种族不等于语族。同一种族

可以操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也可以操同一语言。这不等于说,种族和语族毫无关系。一般情

况是:种族和语族具有同一性。在重建语系的时候,既要深入研究种族,又不拘泥于种族。

目前,涉及汉语与亲属语言的“语系”学说,可谓林林总总。我们提出重建华夷语

系,不是凑热闹,也不是要刻意标新立异。我很坦率地说,这是积累了多年的心愿,也有

很明确的针对性。

20世纪80年代,分子生物学家提出了“线粒体夏娃”的理论,用基因数据研究语言

的起源和扩散。研究者断言:

  华夏56个民族和东亚、东南亚各民族都是由南亚语系的先民分化出来的,因

为他们身上都带有 M122的突变。〔9〕

“华夏56个民族”,有的属于印欧语系,如俄罗斯族、塔吉克族;有的属阿尔泰语系,如乌

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等,能说他们“都是由南亚语系的先民分化出来的”吗?

在常识上也说不通吧。

还有人断言:“这一切显示人口是逐渐从南而北迁移”,所以“中国的北方人”“他们

是南方人的后裔”,“黄帝是传说中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统一各部落的共主……但黄帝

却是更早几千年前从东南亚迁移北上的现代人的后裔”〔10〕。这类说法彻底颠覆了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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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本纪》,第209页。
《后汉书·西羌传》,第2874页。
《DNA的秘密:北京猿人不是华夏祖先?》,《新京报》2005年5月10日。
[美]史蒂夫·奥尔森著,霍达文译《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第122页,三联书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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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系、语族研究的全部成果,也彻底否定了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史。

然而,基因寻根终究敌不过考古寻根。20世纪80年代考古寻根也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好成绩,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口传历史由于得到考古文

明的印证,早已被埋没的资料重新显示其应有的价值。对于研究史前语言史的人来说,

不应该对基因寻根的语言起源论再保持沉默了,这是提出重建华夷语系的第一个原因。

2014年3月26日,《光明日报》登了一则《关于面向国内外举办“蚩尤像”征稿启

事》,对蚩尤与苗族、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有如下断语:

  苗族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其先民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生活在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九黎部落集团,蚩尤为该部落集团最高首领。从流传数千年的苗族

传统文化记忆及各种汉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蚩尤既是中国古代

最具影响力的杰出历史人物之一,又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创始人之一。

这个断语是有文献为据的,细节上可能有分歧,但苗族与华夏族属于同一语系,早已有明

确定论。可是,20世纪有一个美国人名叫P·K.本尼迪克特的写了一本《汉藏语言概论》,

经另一个美国人J·A.马提索夫编定,又经乐赛月、罗美珍两位先生于1984年译为中文。

在中国语言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因为《概论》所建立的汉藏语系不仅排除了壮侗

语,也排除了苗瑶语。在2007年的一次“关于藏缅语研究的对话”中,马提索夫仍然坚

持:汉语和苗瑶语之间的关系是接触关系,非亲缘关系 〔11〕。我很不赞同这样的观点,这

是我提出重建华夷语系的第二个原因。朱德熙先生提出:“用独立的眼光去研究汉藏语

系语言”〔12〕,“重建”的“眼光”是否“独立”,至少没有像马提索夫那样奉白保罗为“历史

语言学研究中的灵感来源和偶像”吧。因为我起码有独立的历史眼光。

李方桂最早将汉藏语系分为四个语族,马学良主编的《汉藏语概论》继承和发扬了

这个四分格局,我个人也很赞同这样的分类。《重建》的分类看似和李氏一样,实则有两

点原则性的不同。一是出发点不同,李氏的分类是从当代各族语言的现状着眼,我的分

类是从原始时代各族的分合着眼。前者在于描写、对比,后者的目的是语言寻根。由于

出发点不同,对语系、语族的命名也随之而别。“汉藏”作为语系名称实有欠缺,“汉”与

“藏”是两个族称,它们并不能代替苗瑶、壮侗。我用“华夷”作为语系名称,因为从古以来,

凡是与“华”文化、语言、习俗、制度有别的族群,不论中外,全都可以称之为“夷”。“夷”原

本无贬义,而且“华”、“夷”可以互变,故中国内部的“华”、“夷”的的确确原本是一家。至于

语族名称,我用“华夏”、“羌戎”、“苗蛮”、“百越”,都含有深远的历史感,与寻根的目的正好

相应。另外,“汉语”和“华夏语”虽说一脉相承,二者却不能等同;“羌戎”与“藏缅”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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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语学报》第2期,商务印书馆,2008年。
见《汉藏语概论·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等同,而“羌戎”的丰富历史内涵以及对国内与之相关族群的全面覆盖,都是比较理想的。

语系、语族研究,原本属于史前语言史的范畴,属于语言寻根性质的研究。基于这

一立场,我提出了重建华夷语系,这是第三个原因。

我这样谈问题,完全不是要否认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要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

另辟蹊径,给这个领域增添另一道风景。为达此目的,我提出了一种理论预设及三证合

一的研究方法。

我的理论预设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华夷原本是一家。

“三证合一”是什么? 即口传历史、亲属语言、考古文化,三种证据,互相支撑,互相

印证。

三证的交会点,要落实在社会形态、生产技术、文化观念、区域差异、地理特征、原始

战争等方面。具体而言,原始的氏族名、部落名、地理名(如山名、河名、行政区划名等)、

人名、器物名、神灵名、鸟兽名、草木名,其中往往隐藏着原始时期传下来的重大信息。

这类信息就是语言密码,破译这类密码,我们就能意想不到地获取命名者的语言、文化

观念以及他们与同时代、同地缘的其他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方法从原则上摒弃那种全景式的根本无法验证的从西方抄袭来的所谓原始

语音构拟的方法。我当然不反对构拟学说,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构拟模式能走

出自话自说的狭小学术圈,这的确是一大教训。

下文就对理论预设及三种证据分别论述,把我的基本观点说出来。

贰 理论预设:华夷原本是一家

一、何谓“一家”? 就是说,“华”与“夷”原本有共同的原始祖先,共同的原始语言,当

然也都是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原始居民。

我国现有的56个民族,有土生土长的原始居民的远裔,也有数千年前就不断从远

方迁徙过来的、非土生土长的原始居民的后裔,他们一直保留自己的语言、习俗、文化特

征。这两种后裔,在政治上已属于“一家”,属于不可分割的中华大一统,而从语言系属

来分类,前者属于“华夷语系”,后者则非华夷语系。也有语系暂不能定的中间状态。属

于华夷语系的有藏语、彝语、景颇语、缅语、羌语、侗台语、苗瑶语等,其中包含29个民

族。属于非华夷语系的语言有俄语、塔吉克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高山族语、京语

等,属于暂不能定的中间状态。

二、“华”与“夷”是二元结构,与“一家”的“一”互相矛盾。这种矛盾是如何形成的

呢? 从原始状态而言,是先有“华”还是先有“夷”呢? 是“华”衍生出“夷”还是由“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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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华”呢?

17世纪的王夫之已经有这样的认识:

  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 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

……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麇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

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徵之,迨此之盛

则彼之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13〕

依王夫之的看法,黄帝(名曰轩辕)以前的中国,跟“夷狄”一样,处于无文字无礼义的原

始状态,太昊以前的中国人跟禽兽一样,处于蒙昧混沌状态,唐、虞、三代之中国人已有

别于“夷狄”属于文明礼义的“华”人了。

时代断限正确与否,略而不计,由“夷”衍生出“华”,这是历史事实。征之史实,二昊

时代、炎黄时代,“华”、“夷”这样的对立即使已经存在,但“华”、“夷”这样的称谓是不存

在的。由人人都是“夷”渐变为有的氏族在衣冠、器物、礼仪等方面高于“夷”、别于“夷”,

在意识形态、对天、地、人、神的认识水平方面,文字符号方面、语言精密方面,都出现了

文明大进步、大革新,于是号称为“华”或“夏”的氏族、部落,一枝独秀,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直延绵、发展至今。

至于衍生的原因,王夫之当然不得其解。这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这一过程的

开头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衍生的契机是农业大革命的出现,农业革命为“华”、

“夷”之别设置了分水岭。在北中国,这场革命的发生地以中原地区最为突出,唐、虞、三

代在中原地区造就了一个先进的核心文明,成为“华”(夏)族向四方扩散、发展、开拓的

重要根据地。

华夏文明以多种形式向四方辐射,于是,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对立就越来越突

出。事实是: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四夷的华夏族终归要占上风。孟子总结说:“吾闻用夏

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以前的数千年文明史,从总体来看

就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用夏变夷”史。变的内容很多,而第一等重要的是变夷语为

华言。这里所说的夷语很复杂,对华夏族而言,一切要经过翻译甚至是多重翻译才能听

得懂的语言都是“夷语”。黄帝时代、夏禹时代都号称有“万国”之多,商汤初期有三千余

国,周朝初年还剩下一千二百国。当时所谓的“国”有的只是一个小小的部落,有的是方

国,他们所操的语言不一定与华夏语有大的差别,但差别甚大不能互相交流的“夷语”肯

定数量很大,古代的翻译工作者也就产生了。可是,到了战国末期,“凡冠带之国,舟车

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吕氏春秋·慎势篇》)。“方三千里”之内用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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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社会文明进程。正如高诱注文所言:“华夏之盛明”,故“不用

象、译、狄鞮也”。

华夏语的发展、壮大过程,也就是“夷语”萎缩、被融化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数百

年间,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不知道有多少“夷语”在中华大地上消失了,已经无法考证。

三、农业社会的出现,为华夷划出了最初的分界线,在此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这条分界线不断地在改变、在重组。故华夷之分始终具有相对性,不存在恒定不变的

绝对性。也就是说,既没有纯粹的华种、华语,也没有万古不变的“夷种”、“夷语”。

无论是炎黄子孙,还是二昊子孙,蚩尤子孙,九黎、三苗子孙,祝融八姓后裔,无不有

在华者,有在夷者。冯承均曾“得下一公例:‘凡历史种族皆为杂种。’”〔14〕顾颉刚也

说:“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15〕与没有“纯粹血

统”的“杂种”相应的就是语言的交融、混合,从而没有一种语言始终保持原始状态“纯”

而不“杂”。

为什么人类各族群注定要变为“杂种”呢? 原因大抵有三:一是和平演变。为了寻

找新的水源、牧场或耕地,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集体大迁徙,建立新的统治区域,与新

地的土著居民逐渐融合,成为新的族群。经过千百年的演变,他们的语言已与原来的母

语发生种种差异,乃至自成体系。二是因特大自然灾害而发生演变,如尧舜时代的大洪

水,氏族、部落、部族、方国发生大转移、大迁徙、大协作、大融合,许多旧的群体在灾难中

瓦解、没落,而重新组合起来的新的群体应运而生,华夏族群的发展、壮大,也与洪水的

包围、切割有关。“州”这个概念的出现,地理“州”的划分,标志着族群由血缘发展为地

缘、由小国寡民发展为大的联合体。“天然人种,动物学方面的人种”早已不复存在,“文

化人种”也就是“混合人种、历史人种、社会学方面的人种”登上了历史舞台(冯承均《唐

代华化蕃胡考》)。三是战争、流放所造成的演变。这方面的原因最为重要,可以说是

“杂种”、语言混合的主要原因。黄帝和蚩尤大战,舜禹对三苗之战以及舜流放“四凶”,

都引发了种族、语族的大变动。每次战争,战败一方都面临三种命运,一是被杀,二是被

俘,三是被流放。被俘者的语言被同化,被流放者就不一样了。如“四凶”分别流放于东

南西北,他们的族群就分别与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相结合,他们的任务是要“变”四夷,

在“变”夷的同时自己的语言、文化也不能不变,新的蛮夷之国,新的语言变种也就在

“变”的过程中产生了。春秋时周王朝的内史过说:“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

裔土,于是乎有蛮夷之国。”(《国语·周语上》)可证“蛮夷之国”的产生,往往是流放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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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华化蕃胡考》,原载《东方杂志》二十七卷十七期,后收入《冯承均西北史地论集》,第

118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
《顾颉刚自述》,收入《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第2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



土著民共同经营的结果。

所谓“裔土”之“裔”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用后世的边界观念来理解。王夫之说:

“《春秋》所书戎狄,皆非塞外荒远控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据横亘交午于中国之溪山林谷,

迁徙无恒,后世为流民、为山寇,皆是也。泽、潞以东,井陉以南,夹乎太行、王屋,赤白狄

也;夹淮之薮,淮夷也;商、雒、淅、邓、房、均,戎蛮陆浑也;夔、巫、施、黔,濮人也;汉、川、

秦、鞏,姜戎也;潜、霍、英、六、光、黄、随、均,群舒也;宣、歙、严、处,岛夷也;其后以郡县

围绕,羁縻而附之版图之余。而人余于地,无以居之;地余于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务耕

桑、无有定业而为流民,相沿数千年而不息。”〔16〕文中所提到的赤白狄、淮夷、戎蛮陆浑、

濮人、姜戎、群舒、岛夷,他们上与华夏族有共同的原始祖先,下与后世之兄弟民族有

密切关联,根本不是什么“流民”、“山寇”,他们之所以生活于“溪山林谷,迁徙无恒”,

固然与生活习性、生产条件有关,但华夏族的驱逐、追杀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长达

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华夷关系一直很紧张。祖国大好的“溪山林谷”限制了各类夷

人族群的发展,也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延缓了语言华化的进程。我

们今天还能利用活的语言资料研究史前即已形成的华夷语系,由溪山林谷形成的道

道屏障,作用甚大。

现在的青甘云贵川湖广,“溪山林谷”之地,仍然分布着众多的兄弟民族。回溯新石

器时代,他们中绝大多数的远祖曾参与中原地区、江淮平原、荆扬两州的开拓。苗族远

祖蚩尤为炎帝族系,与黄帝族群有血缘关系,都属于原始华夏语系。蚩尤族群能争雄于

冀州之野,可见是一个相当强势的集团,涿鹿一战大败于黄帝族群;其后裔九黎族企图

东山再起,又大败于颛顼;九黎后裔三苗第三次复仇,最后败于舜禹之世。所谓“别三

苗”,就是切割分流,有的“别”至西羌,有的流窜至南方,然后分别与当地土著结合。苗

族的生性勇武强悍,不屈不挠,颇得蚩尤风。

如今的壮侗族群也是华夏语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族群的构成并非单一体,有

少昊氏的仓吾等部族,也有祝融氏的后裔,还有夏禹的后裔,他们结合于不同时代、不同

地点,由东海之滨向南流徙,又与华夷语系之外的土著结合,形成了同中有别的多个语

言分支。

国外某些研究史前中国语言的专家,大谈苗瑶、侗台与汉语只是接触关系,而非亲缘关

系,缺乏起码的历史证据,只立足于片面的语音对比,完全昧于历史事实,结论当然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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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第365页,中华书局,1975年。



叁 证据之一:口传历史

所有来自原始社会的古老族群,几乎都有两种历史。一是口传历史,一是文字历史

(无文字者当然不在其中)。

口传历史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只停留在口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一类是文字产生

之后,将口耳相传之史写进书面文字,形成文字化的口传历史。本文用来证明华夷语系

的口传历史就是指这种有书本为据的口传历史。这些书本包括《易》、《书》、《左》、《国》、

《史记》、《山海经》、《世本》、《竹书纪年》、《水经注》等书中的口传部分史料,还有秦汉子

书中来自远古的史料,以及与经书相表里又备受非议的纬书中的某些史前资料。

华夏族的文字历史,从甲骨文算起不过三千多年,而口传历史其下限以甲骨文之前

为界,其上限即使从伏羲、女娲算起也在万年以上。所以口传历史的重要性,尤其是在

华夷语系研究中的重要性是任何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亲属语言比较研究可以确定同

源关系但无法断代,考古文物可以断代却难以确定其族群属性。口传历史的时代、族属

一般是明确的,危险在于真实性、科学性如何,价值究竟如何。近百年来对于这批资料

有人提出了种种质疑,甚至于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原因就在于此。具体而言,一是材料

本身矛盾重重,二是所谓的一元史观。诟病的焦点在大一统帝王世系。诟病基本上是

从事实出发,问题不在事实,而在于今人如何用原始时代的视觉、思维方式、历史观念来

正确理解、解读这些事实。

在漫长的口耳相传过程中,在口传历史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利害关系的

人将其写成书面文字之前之后会脱离原样,这是正常的。欧阳修据此断言:司马迁、《大

戴礼》、《世本》诸书之谱系“何其谬哉”! 后人变本加厉,判定这些谱系全是虚构的,进而

认为“旧日中国境内并无所谓夏朝”〔17〕,也不存在禹这样的人。“商、周言语并不同

一”〔18〕,“周族确来自西北,他们所说的委实是拼音之语”〔19〕,各类肆意胡说应时而

生。P·K.本尼迪克特在《汉藏语言概论》中说:“可以认为周朝人可能操某种汉—藏

语言,后来这种语言融合或渗入到商朝人所操的非汉—藏语言之中。”〔20〕这类怪论很

有教训意义。谱系虽有某些谬误,而一脚踢开谱系,根本置谱系于不顾,就不是一个

“谬”字所能了结的,简直是数典忘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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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82页,中华书局,2004年。
同上。
岑仲勉《西周文史论丛·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
《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第18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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